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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建墉 

 

個人簡介 

1924 年生於順德。少時就讀廣州市立五十八小學，中學時入讀香港培正中學和培

英中學。1937 年，北上韶關，就讀南武中學和文理學院附中，後以工讀生身份入讀北

江農工職業學校，並處理學校事務。離開北職後，投考中山大學工學院，後參加青年軍，

駐守雲南巫家壩機場。1947 年回港生活，投身建築行業。 

 

童年生活 

我是廣東順德容奇人，1924 年生於家鄉。容奇有三大姓氏──關、陳和楊，後來

我家遷往大良和陳村。因為父親的生意幾乎全在廣州，我大約三歲便移居到那裡。父親

叫楊勁伯，為順德容山書院第一屆畢業生。因為他是庶母所生，畢業後便沒有升學。祖

父死時把所有資產分給大伯父，父親後來獲得外公提拔，投資經營了十四間工廠，包括

搪瓷廠、電池廠、牛奶廠、紙傘廠、骨粉廠、味精廠、光管廠、三間糖廠和三間通訊社，

即時事通訊社、國際通訊社和國際電訊社。他同時也協辦了三間報紙館，有《現象報》、

《公評報》和《環球報》。我還記得搪瓷廠在廣州南石頭，光管廠在沙面法租界，三間

報館在光復中路，電訊社在連元街 12 號，而利豐糖廠、益豐糖廠和廣豐糖廠，則在順

德陳村。 

 

我家在廣州光復中路民安新街，那是條掘頭街，一邊有六間房子，全是四層高，另

一邊是圍牆，圍牆後面是醬園。我沒有讀過幼稚園，三歲直接讀一年班，在廣州市立五

十八小學讀了五年，然後就去香港。小時候，姑姐教我們讀書，在生活上也很照顧我們。

她沒有結婚，和我們一起住。她也是容山書院第一屆畢業生。入學前，姑姐就教我《古

文評注》，我讀過〈古戰場文〉、〈學解〉、〈長恨歌〉、〈琵琶行〉和文天祥的〈正氣歌〉

等。她對我要求很高，若我背不到書，就拿裁衣尺來敲我的頭，所以我的古文根底很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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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學時，我的生活很奢侈，家裡有三個女傭，全是家母結婚時帶來的。上學時，我

坐在女傭的大腿上，由人力車拉我們回校。家中共有三輛人力車，大哥一輛，姐姐一輛，

我一輛。那時家人會把我們兄妹的毛巾和白襯衫，拿去狀元坊的顧繡店繡上名字，以免

調亂。我的衣物會繡上老虎頭，哥哥的就繡上龍，姐姐的則繡上鷹。我們從小就穿西裝

和皮鞋，都不願意穿膠鞋，因為膠鞋會把腳弄臭。記得父親每月給我十二塊錢零用錢，

在當時來說數目頗大，約為普通人家一個月的伙食。我很懂得花錢，會請同學吃東西或

租地方開舞會。那時同學們的家庭背景差距不大，大家的環境都不錯。 

 

我們要穿校服上學。五十八小學的校服是西式的，有灰色長褲和白色襯衫。學校也

有女同學，我記得有一個叫邵瑞華，還有一個叫林妹妹。當時我的成績一般，考試通常

有七十幾分到八十多分，但從來不超過九十分。我的理科，如算術、勞作等，成績比較

好。別人的勞作技能是先生教的，我的卻是在自製模型屋時學會的。看來我很早便對土

木工程有興趣！廣州的小學很死板，上課就是聽老師教書，放學後也沒有甚麼課外活動，

我只能呆板地讀書。說真的，我很不喜歡那種學習氣氛，所以到了五年班，雖然小學還

沒畢業，但我就去了香港。 

 

香港求學 

在廣州念完五年班，我跟隨大哥、姐姐一起去香港，不過父母沒有隨行。我們寄宿

在舅父家中，記得那是在香港堅道 57 號 3 樓，樓下就是甄沾記。初到香港，我們住在

佐敦道 8 號 4 樓，即佐敦道和彌敦道的交界。那時我還小，大哥安排我入讀九龍培正中

學初一班。在培正的時候，我很頑皮。當時要在學校寄宿，晚上我偷偷走到平安戲院後

面的廣智戲院看電影。當時看一場戲要五個仙，我們看的是默片，沒有聲音，不過有人

解說。我們偷跑出去看戲，回去時須跳圍牆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們翻牆過去時，有兩條大

狼狗咬住我的腳，結果被校監抓到。培正的老師嚴肅古板，校長也很兇。當時有人編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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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首歌──「真光豬，嶺南牛，培正馬騮頭，培道小姐滋油油，道群雞仔竇，1遠東專

索油。」2它講的是學校的校風，例如培正學生比較像猴子；官湧的道群中學校徽上有

一隻紅雞，所以叫雞仔竇；遠東學生很有錢，但很「飛仔」，3上學不穿校服，看起來很

隨便。 

 

我不大喜歡培正的校長，所以初中二時便轉去培英中學。培英在列堤頓道那裡，其

格局跟培正差不多，戰後我還幫過培英重建了聽松樓、校友樓和大禮堂等。讀完初二，

大概 1937 年，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，我們和大哥、姐姐又回到內地，去了韶關求學。 

 

北上韶關 

那時廣東時局不好，爸爸讓我們回內地讀書。記得三叔帶我們坐佛山號汽船，從香

港到廣州，又從廣州沿北江，經蘆包去清遠，再走路到韶關。當時清遠接近日本人的封

鎖線，我們須連夜偷渡，沿途又聽到冷槍聲。我們跟著導遊走，有時候要俯臥在地上，

一動也不動，否則就有人放槍，情況很危險。當時我的行李很簡單，只有一個籐書包，

內有一套內衣和外衣、一條手巾、一對襪子、一條毛巾、一隻牙刷，以及婆婆給我的十

元港幣。母親又為我做了一條縐紗帶，把家人給我的錢（當時是用小洋而不是大洋）藏

在褲頭帶內。我記得走了六天才到韶關，因為白天不敢行動，只能夜晚走，所以花的時

間較多。 

 

那時韶關有兩座樓，一座叫風度樓，另一座叫風采樓。三叔在風度路開了一家鋪子，

專賣針線、洋巾、鞋襪和手巾等小物品，父親寄錢就寄到那裡去。到韶關後，剛好南武

中學和志銳中學招生，南武取錄了我，於是我去了那裡念書。學校在西河壩沙梨田搭建

了竹棚作課室，那時的主任叫陳語山。後來因為一件事，我離開了南武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竇為廣東俗語，指窩。 
2 此歌曲有不同版，如「真光豬，嶺南牛，培正馬騮頭，培英咕喱頭，培道女子溫柔柔」、「真光豬，嶺

南牛，培正馬騮頭，培道女子溫柔柔，培英苦力頭，嶺英太子公主遊」等。 
3 飛仔為廣東俗語，指流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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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是這樣的，當時父親託人帶了一張支票給我，剛好有位同學遺失了一張支票，

銀行和款額跟我的一樣，同樣是五十元。陳語山主任認為我偷了同學的支票，我非常氣

憤，決定離開南武。說起來，戰後我在香港還偶遇過陳語山先生，他的手指畫在當時很

著名。那次相遇，他認得我，還當場向我道歉──原來那位同學後來找到了支票，證明

我沒有偷過。離開南武後，我住在十里亭靖村。那裡要抽壯丁當兵，我們二十三個外地

人全部中標，但當地人一個也沒被抽中。我很不滿，又離開了十里亭，回到韶關。 

 

回韶關後，我入讀了連縣東陂的文理學院附中。當時勷勤大學的文學院和理學院已

遷到連縣，附屬中學在那裡搭建了一個大竹棚，繼續辦學。文理附中是相當好的學校，

師資不錯，大哥和姊姊在那裡念高三和高二，我則念初二。在文理附中，我認識了李漢

魂的大兒子李敢，他是李將軍原配夫人所生的，個性很活潑。他是我的同班同學，大家

都很頑皮，所以很快便相熟起來。當時學校規定不准賭錢，但李敢租了一個炮樓，在樓

頂打麻將，地方官走上來，他就在炮樓上鳴槍。那根短槍是他母親給他自衛用的，他竟

帶著它上學。讀完初二，文理附中便撤離連縣，我不想跟著走，就離開學校了。 

 

創辦北職 

離開文理附中後，我又回到韶關，晚上在廣東省財政廳刊印稅票，那時財政廳長是

謝恩隆先生。後來我又遇上楊壽宜先生，他是我九叔，當時任職北江農業工業職業學校

校長。他從前在勷勤大學辦教育，後來在廣東省教育廳工作，當時教育廳長是黃麟書。

那時大哥已回順德，姊姊跟著舅父張知庭到了廣西師範念書，舅父曾是《華僑日報》的

總編輯。姊姊後來在桂林認識了姐夫鄺先生，他戰後在香港創辦了《快報》，前後經營

了十九年，後來因為身體不好，才結束報紙，不過這是後話了。 

 

當時在韶關，九叔見我無依無靠，就跟我說廣東兒教院有不少中學程度的學生，離

開兒教院後沒有一技之長，很難謀生，所以想在北江辦一所農業工業職業學校。經他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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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，我就跟著他到羅家渡籌備北職，羅家渡離湖南坪石約有三十公里。 

 

我們在羅家渡找了一間大祠堂，和鄉長商量後，建議優先取錄當地的孩子到北職讀

書。鄉長同意後，我們便在祠堂辦起學來。從那時起，我就跟著楊壽宜，一起籌辦北職。

由於條件有限，學校設備非常簡陋。上課時，我們坐在石級上，把一塊木板放在膝蓋上，

當成桌子，在上面寫字。那時我是自費生，不是拿公費念書的，所以須要「以工代賑」，

即以勞力代替學費、書本費和食用費。於是楊校長讓我獨力承擔一切庶務，如學校的伙

食和衣服鞋襪的分配工作等，他主要負責行政和收生事宜。 

 

當時學校最缺乏肉食，我想到可以上山打獵，打到野味，跟師生分享。我還自己種

菜和養羊，希望大家都有肉吃。記得有一次，我買了一頭牛，有九百多斤重，但我們不

懂宰牛，於是我向牛頭打了一槍，但牛沒有死，還跑到河邊。我們幾個同學，只好跑到

對岸把牛殺死，將它割切成若干分，再運回學校，想來也真有趣！一般來說，我們的伙

食，主要是飯和蔬菜，每月大概可吃四次肉；如果打到野味，則會加菜。 

 

此外，那時運送糧食也很困難。我們要走三十公里路到坪石，在那裡領取一個月的

米糧，再由同學運回學校。我覺得這樣很辛苦，就向九叔提議以水路運送糧食。當時我

和一位姓羅的庶務，把山上的樹幹鋸成木板，製造了一條船。我們請人每月把船由羅家

渡駛到坪石，然後在水漲時，把一個月的糧食從水路運回羅家渡。當時除了我，就沒有

人敢開這條船，因為它很難控制，而且航道變化大，水道又窄，控制不好的話，船很容

易就撞散。每次運糧，我都在船尾把舵，另一人在船頭幫忙。這個方法解決了運糧的問

題，我們自此不用從陸路運送糧食，全校同學都很高興。 

 

說起北職的經費，第一筆是吳菊芳撥來的，約幾千元，主要用來買書和炊具。然而，

學校日後的常費，則由楊校長募捐回來。他曾請求政府撥款，但財政部沒有撥出固定經

費，因此學校須自負盈虧。李漢魂曾經巡視學校，他的長子李敢當初都在這裡讀書。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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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師資，它由教育廳分派，但老師的名字，我大都記不起來了，現在只記得有個叫李祥

楷。此外，很多勷勤大學工科老師都曾任教過北職，教材也是他們帶來的，內容很艱深，

我們學起來，非常辛苦。 

 

說起來，北職是以學習為主的學校，沒有辦過工廠。農科是學耕種和培育，工科是

學土木工程，但機械、電機和無線電則沒有學。那時我們學土木工程，先從地基開始學，

後來學到工程力學、風力學、水力學等。北職第一批學生，有來自兒教七院的，也有來

自三、四院的，幾乎每個院都有學生來念書，不過都是三三兩兩的。那時有些同學不喜

歡讀農工科，想考力行中學。入讀北職前要通過面試，主要是見見面，問問志願，例如

問喜歡農科還是工科等。然後根據面試結果編班，記得第一批農科和工科的學生，有三、

四十人，當時全校師生共百多人。後來也有些力行中學、志銳中學和實驗中學的學生報

考北職，因為他們對農科和工科有興趣，加上入讀北職不須考試，只須面試，所以報讀

的同學越來越多。 

 

在北職讀四年便畢業，資歷相當於在其他學校讀六年。那時候同學們都很用功，能

夠畢業的同學皆很聰明。因燃料供應緊張，我們沒有錢買燈油，所以很少在晚上看書，

多數在早上起來溫習。學校有大考和小考，楊校長要求嚴格，若考試不及格便要留班。

陳瑞顏是第一屆畢業生，她離開香港去美國的時候，我還送了一對錶給他們夫妻倆。 

 

至於兒教院開辦的工廠，如織草鞋和製造牙刷的工廠，以及兒教院的工藝院和農藝

院，皆與北職無關，大家屬於不同體系。當初開辦北職，是為了讓兒教院的同學有一技

之長。雖然北職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兒教院，但它是獨立的學校。 

 

最後，我並沒有在北職畢業，因為我犯了一個錯誤。事情是這樣的，當時有個女同

學叫杜賽紅，她發冷發得很厲害。患病同學本應每天吃兩次藥，但校醫楊醫助認為藥物

供應緊張，故此只給她吃一次，因為這樣可以讓更多患瘧疾的同學有藥可吃。我認為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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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醫德不好，晚上便打開藥櫃私自取藥，把冷發丸分給每一個患瘧疾的同學吃。校長知

道後，便說：「你不要以為是我的侄兒，就可以胡作非為，我一樣不給你面子。」於是，

我被停學半年，半年後才可復學。 

 

加入青年軍 

停學期間，我回到坪石，考入中山大學。當時中大文學院和工學院在三星坪，我考

入工學院讀土木工程，後來在國立中山大學畢業。和平前一年，國民政府發起「十萬青

年十萬軍」。我和很多同學響應，一起投考青年軍，獲編入二零九師六二五團第三連。

我被派到雲南駐守昆明巫家壩機場，那時陳納德將軍的十四航空隊總部就在巫家壩，我

也坐過他的飛機。 

 

我們是機場衛兵，責任是保衛機場。那時新一軍分為青城部隊和英城部隊，我們英

城就是地面步兵，而青城則是降傘部隊。我們配備了卡賓槍和美式裝備。後來日本仔轟

炸昆明，4我們從雲南騰沖打通史迪威公路，一路去到緬甸的臘戌，然後再回到雲南。

我曾經帶領一連人去作戰，但最後只剩下七人。那七個人，除了我，還包括中山大學金

曾澄校長的兒子金寶樹和金寶幹。 

 

重回香港 

和平後，我們去了福建整編和駐紮，後來一部份人上東北打共產黨，一部份撤退至

臺灣。我決定不當兵了，把手上僅餘的四十元大洋券，兌換成二兩七錢金，然後回去香

港。那時父親在廣州的工廠全被解放軍沒收，十四間工廠只剩下利豐糖廠。利豐糖廠即

現在容奇的沙頭糖廠，專售流花牌白砂糖。 

 

1947 年，我回到香港，住在駱克道 131 號。後來那座樓房，因太舊而倒塌了，導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抗戰後期，日軍南侵，美國協助中國修建史迪威公路，作為南面的交通動脈，以運送來自越南、緬甸

等地的戰時物質。後日軍進侵緬甸，中斷補給線；中國派孫立人的新一軍，打通這條大後方的補給線，

展開了「滇緬大戰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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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失去所有證件。於是，我從地盤工做起，一切重新開始。我從平水做到助理管工，再

升至總管。因為香港政府不承認內地大學的學歷，於是我重新讀了四年書。書中的知識，

我已經讀過，所以我會幫幫同學，教教他們。最後，我拿了一張文憑，也轉到寫字樓工

作。 

 

 

楊建墉 (2014) 

 

 

楊先生珍藏的工程筆記 (1947-92) 


